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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邦或鲽夷：江户后期文人的

“征韩”论调与壬辰战争重塑 

吴 留 营

内容提要 江户幕府初期，日本期望以新面目获得朝鲜的认可，以

缓解壬辰战争后被东亚世界孤立的局面。而两国恢复交聘以后，特别是

在江户后期，日本文人再次将朝鲜来使视为朝贡，难掩竞胜之心。古贺

精里父子等文人既从壬辰战争中认识到外侵之害，又不断萌生俯视朝鲜

的意识，乃至重新勾绘丰臣秀吉的征韩之路，在文学想象中书写未遂的

兼并行为，这种对征韩之“正义性”的建构是日本中心式“华夷秩序”

的要目之一。通过古贺侗庵等人对壬辰战争的重塑，可以看到江户后期

文人从攘夷到开国、从佐幕到勤王的思想变迁。

关键词 壬辰战争 朝鲜通信使 古贺精里 古贺侗庵 征韩论

古代朝鲜与日本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交往既久，和战有时。日本战国时代

末期，丰臣秀吉举兵侵朝 A，颠覆了旧有的朝日关系，且因明朝的涉入，此战极

大改变了东亚政治气候，影响深远。朝鲜作为主战场，劫后一蹶不振，而丰臣氏

人亡政息，日本旋即进入江户时代。新生的德川幕府希望获得他国认同，致力于

重建朝日关系，朝鲜王朝欣然同意，以便为恢复国力赢得时间，两国由此往来不

绝，维持了两百余年的和平局面。在此期间，朝鲜先后 12 次派出使团赴日B，其

笔谈文献与唱酬诗歌成为后世学术研究关注的宝贵遗产。当然，此类文献也有可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汉诗史”（19ZDA295）与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

基金的阶段性成果。

A 对这场 1592 至 1598 年由丰臣秀吉挑起的东亚战争，中、韩、日三国称谓不一，中方多称万历朝鲜之役，朝方

多称壬辰倭乱，日本则称文禄庆长之役。为行文方便，本文以壬辰战争统称。

B 前三次使节团称作“回答兼刷还使”，今日学界往往统称其为“通信使”，本文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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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失实”A，因而需要将来自东亚各国的更多资料纳入考察范围再行判断。

日朝两国人员在交往中取得的历史功绩难以磨灭，但交流过程中双方的争

锋乃至龃龉也普遍存在。在反复较量中，朝鲜一方被认为“鲜俗狡狞”“妄自尊

大”B，日本也给对方留下了“倭情之狡猾，万万痛恶”C的印象，而这些摩擦的

背后是文化正统地位之争。1811 年朝鲜最后一次向江户日本派出通信使 D，此时

双方显然已察觉到历次交聘所积累的一些问题，并试图规避。有学者认为虽然

“双方照例免不了琐细的争吵，但两国使节毕竟顺利致送了礼物，也交换了国书，

算是有惊无险，不辱王命”E；但笔者以为，其中的争执不容忽视，这些或明或暗

的风险在江户后期愈演愈烈，甚至预示了明治时代日本的“征韩论”。

有学者认为，江户时代的通信使制度在 1811 年已逐渐失效。F 的确，1811
年以后朝鲜王朝和日本幕府都不再看重朝鲜通信使的作用。G对于这一现象，有

必要回到历史语境中进一步探讨。实际上，先后 12 次的通信使行并未达成理想

的外交关系，有时甚至激化了两国的矛盾。如果说 1764 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H，

那么 1811 年则是两国交聘中最为暗流涌动的一次。古贺精里是这次交聘的主要

人员之一，他的儿子和学生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以他们的著述为切入口，

或可一窥当时日本文人之思想动态乃至东亚变局之崖略。

一、笔谈话题的管控与难以绕开的壬辰记忆

1811 年的朝日交聘 I是唯一一次在对马岛举行的“异地聘礼”，也是一次迟

到的“延期聘礼”。此前双方经过十余年反复交涉，拟定了作为共识的《通信使

A 详见张伯伟《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华书局，2017 年，第 234-269 页。

B 松崎復《慊堂全集·卷二十三·接鮮紀事》，東京：崇文院，1926 年，第 1a 页。

C 蔡济恭《樊巖集·卷三十一·請議聘差倭責諭還送啓》，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 236 冊），首爾：韓國民族

文化推進會，1999 年，第 32 页。

D 朝鲜使节团下一次赴日是 1876 年，此次赴日使臣改称“修信使”。这时两国关系乃至东亚格局已经发生巨变：

明治维新数年后，1875 年日本“云扬号”军舰入侵朝鲜，两国签署《江华条约》，朝鲜陷入殖民地化进程。

E 段志强《东槎录解题》，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 5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90 页。

F 详见三宅英利《近世アジアの日本と朝鮮半島》，東京：朝日新聞社，1993 年，第 115 页；文嬉眞《前近代に

おける韓国の日本認識：通信使がみた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博士論文，1998 年，第 36 页。

G 详见徐东日、金禹彤《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以〈海行总载〉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7
页；金文植《조선후기通信使行員의對日認識》，载《대동문화연구》2002 年总第 41 期，第 125-165 页。

H 张伯伟认为 1764 年朝日官员的唱酬笔谈是汉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日本方面对朝鲜乃至中国文学日

渐轻视（详见张伯伟《汉文学史上的 1764 年》，载《文学遗产》2008 年第 1 期，第 114-131 页）。

I 1811 年是辛未年，故下文将此次交聘略称为“辛未交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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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讲定》，其中强调“两国书迎送仪节，彼此一同事”，“两国使臣相见礼，彼

此一同事”，并特别指出“行中之人，各别申饬，毋得彼此相争之事”。A 在双

方各自以华自诩的状态下，保持对等姿态尤为重要，而“毋得彼此相争之事”既

透露出往届交聘中的交锋，也体现出此届使团试图规避矛盾的努力。

由文人（而非武者）主导两国关系，本身是基于和平的愿景。《通信使节目

讲定》特别提及“能文能书之人”的地位，即体现此意。古贺精里是江户幕府

昌平黉教授，位列“宽政三博士”，而在 1811 年对马岛迎聘之际，“三博士”中

的柴野栗山、尾藤二洲或去世或病退，古贺精里作为辅佐大学头处理学政的儒

官，成为与大学头林述斋偕行迎聘的不二人选。B 接此大任的古贺郑重其事，

与门下弟子一起查阅前代文献，拟定应对之法，今所存两册《韩聘琐记》即可

见其良苦用心。该书记载显示，古贺与弟子详考两国历代公私书翰往来、笔谈

用语，并拟作问答之语，以求合礼而无咎。交聘完成后，古贺又将双方笔谈之

语、唱酬之什汇辑为一卷，题为《对礼余藻》。两年后，古贺精里第三子古贺煜

（号侗庵）为该集撰写跋文，文中痛斥德川时代以来日方人员接待韩使时的“好

胜之心”：

国初以来，接伴韩使者，遗文具存，历历可睹。源君美及徕门诸子，由

此其选也。煜间尝翻而阅之，每恨其好胜之心，炎于中而溢于外，或以我之

强，侮彼之弱；以我之大，蔑彼之小；以我之丽藻曼辞，凌暴彼之枯肠短才。

是以幺麽夷人，不肯降心以从，动以不肖之语相加，纷呶弗已，宾主揖让之

礼扫地。其辱国体，贻笑外夷何如也。C

古贺侗庵把曾参与迎聘的新井白石（别名君美）、荻生徂徕门下弟子都作为批驳

对象，对他们在两国交往场合恃强凌弱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斥为斯文扫地、辱

没国体之举。白石与韩客之笔谈于今尚存，若以侗庵之语验之，不无可证，如在

《江关笔谈》中，朝鲜通信正使赵泰亿以清代天下皆左衽、独朝鲜不易冠裳而自

得；新井白石则泼上冷水，指出朝鲜冠裳不过因袭明代，与周礼之制相差尚远，

A 详见柳相弼《东槎录》，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 5 册），第 293 页。

B 昌平黉亦称“昌平坂学问所”，是德川幕府直辖的学术机构，其长官称“大学头”，由林家世袭。宽政年间

（1789— 1801）朱子学学者古贺精里、尾藤二洲、柴野栗山曾于昌平黉执掌文教工作，故并称“宽政三博士”。

C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九·對禮餘藻跋》，東京：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写本，出版时间不详，第 429a-429b 页。

本文所引江户写本文献未标明具体年份者，均为出版时间不详，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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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不无挑衅地声称，朝鲜与琉球免于依照清制变发易服，“有假灵我东方”，也

就是说，朝鲜与琉球得以幸免，是由于受到日本庇护。A为避免冲突，朝鲜使者

并未回应此语，而是转移了话题。再结合白石主导的修订交聘仪礼的过程，可以

发现，无论在正式条文还是在私下与韩使的交流中，白石都明显表现出日本优于

万国的本民族中心意识，言辞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B 这种做法对日本文人而言

似乎是“不辱王事”，但实质上无益于两国关系。注意到这一弊端的古贺侗庵以

前人之失反衬其父做法的可贵，称“家君有鉴于兹，及接韩使，卑以自牧，不敢

有凌加。试阅斯编，绝无虚喝夸诞之语、炫多斗靡之作。是以彼亦感悦欣慕，无

敢枝梧。朝廷之威，不待振耀而自尊；二国之好，不假申盟而愈固”C。不过，古

贺精里父子果真践行了这一理念吗？

古贺父子认为新井白石等人的对韩策略不足为训，致力于建构新的范式。

在他们看来，曾给朝鲜带来极大创伤的壬辰战争自然应该避而不谈，以免呈现

我强彼弱的姿态；然而这一话题事实上难以绕开。被掳至日本的朝鲜人和陆续到

访的通信使，客观上不断唤醒日本社会对壬辰战争的记忆。D 早在 1711 年第八

次通信使赴日之际，日本武臣尾见正数便曾主动引出此话题：“万历中丰臣秀吉

窥于大明，路依于贵国，终与大明不相和。虽至大清未通，唯每岁商舶至肥前

州长崎而互市耳。”E 单就这两句来看，尾见氏并非有意挑衅，似乎还意含愧疚。

他称朝鲜为“贵国”，以“大明”“大清”称呼中原王朝，显得谦卑有礼，易为

韩人接受。尽管如此，朝鲜制述官李礥仍回应称“我国通日本盖久矣。壬辰之

变出于不虞，痛哉痛哉！顾后通聘修好，一如前日，诚交孚岂非两邦之幸乎”。

此话中不无指责：朝鲜长期交好日本，甚至不设防备，却遭到意外袭击，令人

痛心。但往事毕竟已隔百年，身为通信使的李礥仍将话题转回现实，呼吁珍惜

当前通聘修好的局面，其言看似平常却又意味深长。有鉴于历史教训，朝鲜使

者“总是试图事先就杜绝日本对朝鲜的武力挑衅”F，当然这也是使者通聘修好

的应有之义。

A 详见新井白石、趙泰億等《坐間筆語（附《江関筆談》）》，京都：八文字屋正兵衛，1789 年，第 6b 页。

B 详见于泳、林范武《江户“正德”年间朝鲜来聘仪礼修订策略解读》，载《历史教学问题》2017 年第 6 期，第

86-96 页。

C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九·對禮餘藻跋》，第 429b 页。

D 韩国学者崔官也认为壬辰倭乱是江户时代日本人无法抹去的记忆（详见崔官《壬辰倭乱——四百年前的朝鲜战

争》，金锦善、魏大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67 页）。

E 林韑等编《通航一覽·卷百十·筆談唱和等（正德度）》，東京：國書刊行會，1913 年，第 295 页。

F 徐东日、金禹彤《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以〈海行总载〉为中心》，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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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尾见氏意犹未尽，又称：“贵国书《经国大典》《海东诸国记》《东

国通鉴》等，阙日本事迹，亦传闻之讹不少。《惩毖录》《平壤录》等又阙其事

实，皆详于《太阁家谱》《丰臣实录》《庆元记》《朝鲜征伐记》《西峰今按》等

书也。”话题仍未离壬辰战争，可见尾见氏似乎对此战念念不忘。此外，他声

称朝鲜史书对壬辰战争的记述或缺漏或不实，这已上升到价值观乃至政治立场

问题。李礥在笔谈中对此并未表露真实感怀；但在百年后的《韩聘琐记》中，

古贺精里的门人指出了尾见氏所言不妥。《韩聘琐记》援引上述笔谈文字，痛

加批驳：

熟察正数之意，似以丰王征韩之事欲夸彼者也。夫壬辰之役，无名之

师，暴师黩武，非我美事。今聘使之至，为好会也，彼宾我主，宜待之以敬

礼，岂以彼所讳之事播扬之乎？且当时两邦交战之事迹，我事详于我书，彼

事详于彼书，一得一失，未可概论，况《惩毖》《平壤》二录皆彼中实录，

何遽可废弃乎？而所举我邦典籍，寥寥晨星，挂一漏百，祖足示陋耳。A

这段文字出自古贺精里弟子樋口光大之手，可以说深合其师之观点。文中认为丰

臣秀吉发动的壬辰战争是穷兵黩武之举，师出无名，实不应该引以为荣，此外还

承认并充分肯定了《惩毖录》《平壤录》是朝方关于壬辰战争的实录，体现出有

识之士的冷静客观，可谓难能可贵。相形之下，尾见氏如数家珍地罗列日方关于

壬辰战争的寥寥几部史籍，则显得不自量力：壬辰战争中，朝方文人特别是中上

层文人参与始终，所成《惩毖录》等文献传播至日本，亦为多数知识人所信服；

而当时日本尚武轻文，壬辰战争中日本文人随行的情况并不多见，战后虽有数部

军记物语，也多是“颂祖德”之类的粉饰作品，且愈演愈奇，堪称信史的文献则

乏善可陈。古贺精里及其弟子对这一问题自然了然于心。 

二、《韩聘琐记》与古贺精里的矛盾言行

《韩聘琐记》是古贺精里主导或授意弟子们编纂的。在该书卷首，精里写有

按语，叙述了成书缘起：

A 详见古賀精里等《韓聘瑣記·乾册·擬問》，東京：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写本，第 22a-22b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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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人问答书上木数十种，而我谈富岳，则彼以金刚压之；我问其广袤则

以二万里诧之，不殆于儿女迷藏之戏乎。邦儒多堕其窠臼，而白石为甚。余

闲中举其语或能惑人者，使草场、樋口二生驳之。非敢捃摭前辈，所谓前事

不忘、后事之师也，欲鉴旧辙不复蹈耳。A

基于古贺氏所谓的迎聘待客之道，壬辰战争似乎不应再作为话题出现，但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古贺精里一方面主张避谈此役，另一方面却又不断重提。《韩

聘琐记》在拟答部分以朝鲜使者的口吻问道：“幕下之灭丰臣氏，盖为民克残诛

暴之举，而兼似为我东华复讐，今其种姓有存者否？”该书预设了多种问答情

境，而对于壬辰战争这一话题也主动拟好答案，以备不时之需。该问题所附答

语云：

丰臣氏穷兵黩武，残害万姓，天怒人怨。幕府虽用干戈，其实天命人心

之所归，有不可得而辞者。若夫为贵邦报讐，则绝无之事。武王伐纣，非为

九侯报讐；汉高诛暴秦，非为六国报讐，若谓烈祖为贵邦报讐乎？令丰臣氏

无侵韩之举，则烈祖之征讨，无名无义也，可乎？古之圣王，诛其首恶而宥

其胁从，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烈祖能体是意，故不绝丰臣氏后，封为列侯，

至今见在。B

该答语明确否定了德川氏诛灭丰臣氏是为朝鲜报仇，又举武王伐纣、刘邦灭秦

为例，意在说明“为民克残诛暴”才是根本原因。编者在此态度鲜明地认为丰

臣秀吉穷兵黩武是不义之举，诛灭丰臣氏是顺天命民心；不仅如此，答语指出德

川氏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善恶分明、首从有别，善待丰臣氏后代便是明证。这些

回答都致力于塑造德川氏正义之君、仁义之主的光明形象。但实际上 1615 年大

阪夏之阵 C后丰臣秀吉子孙或自杀或被杀，其嫡系后继无人，所谓的“封为列

侯”，不过是作为德川幕府喉舌的古贺精里及其弟子塑造出来的“仁政”而已。

A 古賀精里等《韓聘瑣記·乾册·精里識語》，第 4b-5a 页。

B 详见古賀精里等《韓聘瑣記·乾册·擬答》，第 26b-27a 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侗庵秘集》也收录了包括

此条在内的《拟答韩使问》，故可知古贺侗庵应为此段文字执笔者。

C 大坂夏之阵是江户时代早期江户幕府消灭丰臣家的战争大坂战役（1614— 1615）的一部分，这场战役后，战胜

丰臣家的德川家一气呵成，统一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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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据笔者管见，除了以“刷还”A为名义的前三批使节团

外，后世的朝鲜使者一般不会在日朝笔谈时主动提及此役，在使录、日记及唱和

中涉及壬辰战争时也是以缅怀历史为主。而《韩聘琐记》中预设的问答是由朝鲜

使者主动发问，这其实违反常态。因而与其说是朝鲜使者欲谈此事，不如说是古

贺精里欲在此话题上树立一种范式，即不像前人那样与朝鲜使者辩论战争之胜负

及双方著述之多寡，而将落脚点放在赞美德川幕府上。

如果说《韩聘琐记》“拟答”中出现的壬辰战争话题，还只是假借朝鲜使者

之口挑起的，是一种想象，那么在 1811 年两国文士笔谈的真实场景中，古贺精

里主动言及壬辰战争，则将其表里矛盾暴露无遗。在《六月廿一日客馆笔语》

中，古贺氏谈起“讲和前”的往事，提及壬辰战争中的被掳朝鲜人洪浩然：“《洪

浩然家传》，是敝妹夫之先，出贵国者。以今千载一遇，接见诸贤，故敝妹苦恳

使求序跋。其事涉讲和前，恐不免唐突之罪。其不忘所自出之意，则难峻拒，姑

以谋从违。”在与朝鲜正使书记金善臣谈论天文学之际，古贺精里突然转移话题

至此，意欲请韩人为《洪浩然家传》作序跋。洪浩然是壬辰战争中被掳掠至日本

的朝鲜人，其后人与古贺氏结亲，精里由此得到洪氏《家传》，故有此请。而金

善臣回复曰：“壬辰之事，岂忍言哉！今闻之不觉泪涔涔。”B 尽管时隔二百余年，

金善臣仍不忍言及壬辰战争，足见此战给予韩人心灵创伤之深。

古贺精里致歉后，金善臣答曰：“今见《洪浩然传》，既已谈及于壬辰矣，其

时我国金河西［麟厚］之子孙，被掳入贵邦，因住不还，冒姓河西氏，而族党繁

衍云。其一族在我国，故今番信行，嘱得其实。方当两国无疑阻之日，此一事本

不足讳。而问之贵邦诸贤，皆诿以未闻。”C金善臣对古贺精里代妹恳求序跋一事

似乎不感兴趣，不过他接过壬辰战争的话题，顺水推舟，谈起另一宗被掳朝鲜人

之事。金麟厚是朱子学者，位列“东国十八贤”，其乡梓蔚山位于朝鲜东南沿海，

与日本隔海相望，在壬辰战争中遭受重创。1811 年赴日的通信使团多方打听战

争中金家失散的子孙后代，但未获得实质性消息。金善臣指出金麟厚后裔改换姓

氏后在日本扎根，而日本人却“诿以未闻”，有不诚实之嫌。

朝鲜使臣金善臣、李显相在与古贺精里等人举行笔谈之前的五月二十四日，

A 所谓“刷还”，是指搜寻并带回壬辰倭乱期间被日本掳走的朝鲜人（详见岸本美緒、宮島博史《明清と李朝の

時代》，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 年，第 348 页）。

B 详见古賀精里等《對禮餘藻·上·六月廿一日客館筆語》，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写本，第 5a 页。

C 古賀精里等《對禮餘藻·上·六月廿一日客館筆語》，第 5b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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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与日本文人三宅邦有过笔谈。在这次笔谈中，李显相问道：“我国金西山麟厚

阐明道之学，大有功于斯文，子孙多在贵国，以西山为姓云，想者威如博识者，

必知其颠末，请为余示之。”A李显相是在双方谈论儒学之士时，顺便问起儒学大

家金麟厚子孙的下落，并不突兀。但对三宅邦而言，被掳朝鲜人是敏感问题，他

回答说“西山事余未谙其始末，宜须他日考索”。三宅氏将该笔谈收录在次年刊

行的《鸡林情盟》中，此语后自注云“麟厚来居播州，为藤惺窝师。然酊庵戒

余，本邦事实无小大，勿言，是以彼所问一切不具答”，透露了他受约束而不便

作答的隐衷。B 在金善臣、李显相等人与古贺精里对谈时，金氏鉴于古贺精里率

先提出壬辰战争及被掳朝鲜人话题，以“诚实人”许之，再次期望获得金麟厚后

人的相关信息。古贺氏则答复称：

俘虏人刷还数次，而其人留而不去甚众。若余姻亲有洪氏，所识文人有

高丽氏，有高本氏（合高丽日本以为姓），其他指不遑搂。然事有系禁条者，

不可公然寻访。何也？庆元刷还宜无复遗余故也，是语亦不可为外人说。碍

条有罪，请以畀炎。C

在此，精里相当坦诚地指出，虽经过庆长、元和年间的数次刷还，滞留日本的被

掳朝鲜人仍然大有人在；但他不便为寻访金氏后人提供帮助，原因在于上有禁

令。换言之，幕府及各藩实质上在寻访、送还被掳朝鲜人一事上多有阻挠。这已

揭穿了壬辰战后德川幕府主动寻求与朝鲜复交、提出送还被掳朝鲜人的所谓“真

诚”面目，因此古贺氏特意强调此语不可传之外人。金善臣不再追问，把话题转

向稍微轻松的方面。他问：“秀吉果猴之子乎？”D 此问接近咒骂又显得无聊，古

贺精里回答说只是貌似而已，至此两人便结束了壬辰议题，转入书法领域。

古贺精里及其弟子反对在朝日交聘场合提及壬辰之事，但古贺氏自己却又主

动挑起话题，显得前后矛盾。此举真的只是为了满足其妹请序的要求吗？参考古

贺精里长子古贺焘（号谷堂）《送洪弟使小仓叙》，便可以解开此谜。古贺精里的

A 三宅橘園编《雞林情盟》，京都：出雲寺文二郎等，1812 年，第 22a 页。

B 详见三宅橘園编《雞林情盟》，第 22a 页。江户幕府自 1635 年起实施“以酊庵轮番制”，由幕府派遣僧人前往

对马岛担任以酊庵长老，负责对朝文书的起草和解读。作为迎聘使团之外的普通人，三宅邦通过以酊庵观瑞和尚的周旋

才得以与朝鲜使者唱和，而观瑞对他的告诫也间接反映了幕府与对马藩的约束。

C 古賀精里等《對禮餘藻·上·六月廿一日客館筆語》，第 5b-6a 页。

D 古賀精里等《對禮餘藻·上·六月廿一日客館筆語》，第 6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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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夫是洪浩然的后人洪安常，无子，精里将第二子过继给洪氏，改名洪炜。1811
年迎接韩使，洪炜随团前往，古贺谷堂的送行文即写于此际。文中称：

家君之在对州，与韩客唱和往复，自礼乐文章至家族故事，莫不包罗陈

列也。于是以洪氏之事语诸彼人，彼必虩然惊、跃然喜，及其归，必喧传彼

邦以为美谭。夫朝鲜洪姓，不知其几，庸讵识今无有浩然之系统者乎。或有

之，则闻其先之不死兵而喜，闻其先之殉君而感，是朝鲜之荣也。A

古贺谷堂所引以为荣的家族故事，也即洪浩然的殉君之事，在古贺氏及其门生的

著述中被反复提及。洪浩然年老后请求回归故国，获得藩主同意，然而行至唐津

港时，却被反悔的藩主派人追回，从此打消了归国之念。待藩主亡故，洪浩然自

杀殉之，由此被塑造成忠臣典范，其子孙得以累世继承俸禄。古贺精里参考洪氏

《家传》撰成的《洪浩然传》一文虽然极力渲染藩主如何救助并厚待洪浩然，但

从朝鲜战场上“我日峰公 B引军略地，民皆波迸，千里无人烟”C 等描写，亦可

见战祸之惨烈；洪浩然临终写一“忍”字传其子孙 D，岂非用被掳朝鲜人的血泪

写成？但这些都被古贺精里一笔带过。他的《题洪浩然画像》以同样的词臣笔法

写道：“浩然，三韩之俘，公熏沐之加诸膝而不疑，与汉武之遇金日磾同其伟度。

浩然竭忠致身，亦岂遽减秺侯哉？”E古贺精里以汉武帝礼遇匈奴王子金日磾作

喻，盛赞洪浩然与其藩主“君臣相得之隆”，可谓罔顾人情，颠倒是非。

古贺氏引以为荣的谈资，真的能引起听者的共鸣，达到其政治目的吗？事实

上，呼应者仅限日本一方，在金氏等人归国后的相关著述中，丝毫未见将洪氏在

日本的“功勋”视为美谈的记载。洪浩然有国难回，由于德川时代武士身份的世

袭制，他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地道的武士，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子孙的未来

保障。作为被掳朝鲜人，他不得不迎合日本社会的伦理，被塑造成忠臣的代表，

更被当作外来人“归化”的典型，其中的辛酸与无奈一言难尽，却根本没有得到

重视。

相比于《洪浩然传》，《韩聘琐记》对壬辰战争有更明确的反思，称之为穷

A 古賀燾《穀堂遺稿抄·卷二·送洪弟使小倉敘》，東京：山城屋佐兵衛，1844 年，第 9b 页。

B “日峰公”即锅岛直茂，古贺氏所在的佐贺藩藩主锅岛胜茂之父，曾在壬辰战争中出战朝鲜。

C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十三·洪浩然傳》，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写本，第 39b 页。

D 详见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十三·洪浩然傳》，第 40b 页。

E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十八·題洪浩然畫像》，第 3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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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黩武、天怒人怨之举。不过，这是古贺氏的真实态度还是应对两国交聘场合的

权宜之计？古贺精里著述中提及壬辰战争之处颇多，相较于一般的征韩论者自以

为的正义性，古贺氏多使用泛指一般军事攻击的“伐”而非带有道义色彩和等级

意味的“征”字，如“丰臣氏伐韩”A“丰臣氏之伐朝鲜也”B等等。但古贺氏是

侵韩战争的反对者吗？其《〈惩毖录〉后》一文可见一斑：

是时去明亡不远，丰臣氏之造攻自韩欲以取明，尤为非策。若使我养

威蓄锐，少迟，应流贼内讧、满虏外侵之机，我之出师，不于辽左，而于吴

会，先取金陵、两淮之地，待彼内外相弊，徐起而收鹬蚌之利，则中原可席

卷而有之，朝鲜焉往。C

可见，古贺氏并非反对侵韩，只是认为丰臣秀吉发动的战争不具备天时地利而

已。在他看来日本应该养精蓄锐，待明末农民起义、后金八旗叩关之际，再出击

江南，趁明朝内外交困之机夺取中原，则朝鲜不攻自下。可见，古贺精里并非真

正的和平主义者，不过是自以为比丰臣秀吉谋略更高一筹的主战派而已。

当然，古贺精里既然熟读历史典籍，自然也能认识到即使等到明清鼎革之

际，日本也难以吞并大陆，因为丰臣秀吉同样难脱内忧外患的困境，在“人和”

方面并不占优势。他进而坦言：“当是之时，丰臣氏之祸伏萧墙之内，而徒务远

略，岂非天夺之魄乎。即使丰臣氏不死十余年，不审彼此之势，而顿师于万里之

海外，以我惰归之兵，犯满虔勃兴之锋，则辽左吴会皆无幸矣。由此言之，则和

好之龃龉，亦我百万生灵之天助也。”D壬辰战争后期，日军受到明、朝联军的共

同阻击，长期滞留于朝鲜东南沿海，假使再与势头正盛的满洲八旗劲旅接战，自

然更无胜算。因此古贺精里最终还是承认战争的结束对日本是一件幸事。

古贺精里既批驳新井白石等前人与韩使争胜，宣称要以礼相待，却又在私

人尺牍中说“尝窃叹先是聘使之来，邦儒陪奉太过，几乎启宠纳侮”E，批评对韩

人太过客气的做法。在两国文人笔谈场合，他既认识到不宜在韩使面前提及壬辰

战争，却又主动拈出壬辰话题。他在《韩聘琐记》中对丰臣氏侵韩大加挞伐，而

A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四·題畫為貴田維那》，第 27a 页。

B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二十·浩然洪君遺烈碣》，第 9a 页。

C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十八·〈懲毖錄〉後》，第 14b 页。

D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十八·〈懲毖錄〉後》，第 14b-15a 页。

E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十·答玉潤和尚》，第 25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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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著述中又试图优化侵略方案。赴对马岛之前，古贺精里在与友人唱和时有

“西征将接鲽夷来”A之句，以“鲽夷”称呼朝鲜；与韩客笔谈时他则口称贵邦、

贵国。这种种表现让古贺精里的对韩态度显得前后矛盾、表里不一。

值得一提的是，辛未迎聘之后，古贺精里收到韩客托人辗转送来的诗牍，不

胜惊喜，意欲唱和而不能，他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说：“韩客拳拳于一时之晤对，

致意如此，是不容不酬酢者。然令甲森严，不得答一字，是尊者所悉，口如寒

蝉，事与心违，岂非世界缺陷之一端耶？”B 作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文人，

古贺精里期待与韩人唱和往来，但身为儒官的他受到幕府政令的严格约束，不得

擅通外人。这种“事与心违”的状况或许也是其言论互相矛盾的原因之一。

三、古贺侗庵的大国心态与征韩情结

1811 年的对马岛交聘中，古贺精里及其次子得以参与，而长子古贺焘、三

子古贺煜未能前往。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古贺精里提及了其中缘由：

煜儿今春叨恩试儒员，年少学浅。方此竦惕对岛之差，祭酒及朴皆发，

则学院诸务不得不使试员辈黾勉担当，则带行固不宜请。如焘儿则藩法森

严，求其侍奉，既难于丛口，且渠自春间被驱使，吏职阘冗旁午，最不可舍

彼而趋此。业已如此，则二儿行止不由乃翁。C

古贺焘因在藩任职，庶务繁忙；古贺煜则在林大学头、古贺精里赴对马岛之际，

以儒员身份管理学院事务。二人虽然未能随团迎接韩使，但都在密切关注此事。

古贺焘除了在《送洪弟使小仓叙》一文中有所涉及之外，还在送友人石川氏赴对

马岛迎聘的赠别文中期许“韩人观者必曰，此惺窝之后海外君子人也”D。古贺精

里的弟子草场珮川也曾随团观聘韩之仪，古贺焘在赠别诗中写道：“尔不闻神后

A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四·辛未閏二月復原樓分韻》，第 30b 页。《尔雅》提到东方之异产，云“东方有比目

鱼”“其名谓之鲽”（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尔雅注疏·卷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16 页）。因朝鲜居东，

中国文学作品中有以“鲽城”“鲽域”称之者。在辛未交聘期间，松崎慊堂、林述斋诗中分别出现了“鲽城”“鲽域”等

中性称谓。而古贺精里的“鲽夷”一词则明显有侮慢之意。

B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十·答願海師》，第 28b 页。

C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十·答石川木蘭》，第 20b 页。

D 古賀穀堂《穀堂遺稿抄·卷二·送石川木蘭序》，第 12b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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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韩韩如犬，又遭猿王来席卷。通好修盟二百年，还憾文场少豪隽。建勋绝域在

此时，行矣草生尔其勉。”A诗中引述两次侵韩之故事，但落脚点尚能停在通好修

盟上，鼓励草场珮川在“文战”中建功立业。他在给其二弟洪炜的赠别诗中也有

“已许功名探虎穴，好将文翰映鸡林”B 的诗句，寄予同样的期许。

相较于长兄，古贺侗庵对辛未交聘一事的关注度更高，在答复友人的信函、

赠别友人的序文中，古贺侗庵提到自己未赴对马岛迎聘的缘由：“此行也，宣命

殊域，衣锦旧乡，仆岂不欲往，顾以看守无人，故家君不肯携行。仆亦不欲拂

亲意，故不敢苦请。”C“予官守在身，不得从文斾而西，讨探名山名川，深以为

恨。”D可见古贺侗庵也很期望赴对马岛参与交聘，一展才华，只是无奈于学院

监守无人。侗庵的文集中还有《拟与朝鲜正使书》《拟与朝鲜记室书》《拟与韩使

书》等文章，可知他虽未亲赴交聘现场，但应该参与了不少幕后工作。E 这几

篇文章称誉朝鲜，不吝辞采，如“贵邦人文之开，远自箕子，迄今霭然有三代流

风，俊贤辈出，世不乏人”F；以骈文写就的《拟与韩使书》也以谦谦君子口吻，

称“对濂溪之霁月，顿觉眉伸；近叔夜之玉山，自羞形秽”G。

虽然如此，古贺侗庵轻蔑朝鲜的言辞也比比皆是。古贺精里尚知两国恢复邦

交之不易：“偃戈后，讲信之议，彼惩前事，深抱疑阻。玄苏和尚衔命往谕，乃

肯之。”H而侗庵在《送草棣芳序》中以“蕞尔三韩”指称朝鲜，在《奉送家君往

对州接韩使序》中称“国初以还，韩人入贡，皆抵东武将事”I，与所拟交往书

信中两国平等交欢的言辞不同，在此他声称朝鲜使节是来日“入贡”。上述文章

其实都是同一时期创作，因为读者的不同，使用了性质完全不同的话语，这并非

偶例。在辛未交聘后一年（1812），古贺侗庵为《对礼余藻》所作跋文开篇即言：

“我日域巍然峙立于海东，对岸之国以十数，除西土之外，其稍知礼义而可与交

A 古賀穀堂《穀堂遺稿抄·卷六·送草棣芳東上，時棣芳將從家君赴對州觀聘韓之儀》，第 21a 页。

B 古賀穀堂《穀堂遺稿抄·卷七·示洪弟晉城》，第 12b 页。

C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八·答高尾子浩》，第 330a 页。

D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五·送草棣芳序》，第 229a 页。

E 据草场珮川《津岛日记》载，在大学头林述斋授意下，侗庵与珮川等人共同编纂了《韩聘琐记》中的“拟答拟问”

（详见程永超《華夷変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國三國関係史の研究》，大阪：清文堂，2021 年，第 134-135 页）。

F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五·擬與朝鮮正使書》，第 202b、203b 页。

G 古賀煜《文江麗藻·卷上·擬與韓使書》，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写本，第 29a 页。

H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四·在對暇日遊以酊庵，款待移晷，還旅館，有示庵主與韓人酬酢詩，次其韻布前日

之謝》，第 32b 页。

I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五·奉送家君往對州接韓使序》，第 225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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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币者，独有朝鲜而已，是以庆元而还，许其入贡。”A此处再次使用“入贡”而

非“交聘”一词，有“三代流风”的朝鲜被降格为“稍知礼义”之国。

在《对礼余藻跋》末尾，侗庵更振振有词地声称：“本邦之于朝鲜，大小悬

绝，臣畜之而有余。而白石以下诸子，以好胜之心待之，是以敌国自处也，是

自小而自卑也。今也家君居之以谦，接之以礼，而彼自知大国之可畏，不敢有侵

轶，则亦何苦而效从前好胜之为哉。”B这里侗庵完全抛弃了平等交往的立场，转

换成居高临下的姿态，并且明言，谦谦有礼的表现不过是想达成使韩客有所敬畏

的效果。多年以后，侗庵再次为《对礼余藻》作跋，跋文称：“韩人自庆元以还，

夔夔事大，不敢少萌不王之心。然不自量其轻弱，或以秦晋匹敌相视，唱酬答问

之际，时露强项之态，不无可丑。”C古贺侗庵所指出的韩人在笔谈、唱和时的争

胜之举，确实不乏实例，但这种争胜姿态于双方皆普遍存在，古贺侗庵自身也未

脱此弊。文章罔顾壬辰战后德川幕府主动修复双边关系的史实，将通信使赴日视

为“事大”的朝贡之行，不承认两国如秦晋之平等，言语间透露出以本国为中心

的自负。有人将辛未交聘付诸绘事，古贺侗庵为之题款，其中也一厢情愿地认为

“朝鲜庆元而来，事大愈谨”D。

辛未交聘之后，朝鲜文人辗转投递诗文于古贺精里，对此古贺侗庵声称：

“独此行也，从容和恰，信心悦服，如子弟之于慈父母。迨南辕北帆参商阔别之

后，犹依恋不措，远寄锦字，自表丹心，郑重笃挚，情溢于辞，实从前所未曾

也。”E他将韩客寄书致意比附于子弟对父母的依恋，可谓不伦不类，就连古贺精

里本人也不曾有此非分之想，而是企盼以诗文赠答友人。可见，古贺侗庵极力凸

显父亲在辛未交聘中的地位，甚至将其塑造为两国交往史上前所未有的功臣，而

同时也矮化朝鲜，尽力彰显日本的大国姿态。

古贺侗庵不仅密切关注辛未交聘，还对壬辰战争耿耿于怀，数十年间多次撰

写专文进行议论。早在 1809 年他便写下《丰王征韩论》，文中称：

以吾观之，丰王之征韩，亦秦皇汉武之俦耳。呜呼，文禄之始，群雄甫

平，疮痍未疗，呻吟未已，遽驰而西征，士民弗堪，怨丛乎一身。身死坟土

A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九·對禮餘藻跋》，第 429a 页。

B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九·對禮餘藻跋》，第 429b 页。

C 古賀侗庵《侗庵二集·卷十五·書〈對禮餘藻〉後》，東京：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写本，第 1084a 页。

D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八·書韓人入貢圖後》，第 370b 页。

E 古賀侗庵《侗庵二集·卷十五·書〈對禮餘藻〉後》，第 1084a 页。



·44·

外国文学评论 No. 2，2025

未干，国既非其国，其为计也亦愚矣。然至今鲽域帖服，贡其琛币，西土惕

息，不敢有异心，安知非征韩之功也。A

丰臣氏在国内形势初定、社会经济有待恢复之际即出兵海外，最终身死国灭，古

贺侗庵视之为“愚”，但同时又肯定了这场战争对征服朝鲜、震慑中国所起到的

作用，认为丰臣秀吉堪与秦皇汉武并论。接下来该文花费较多篇幅，叙述了后来

中日间的外交冲突：蒙古东征日本，北条时宗斩其来使；明太祖遣使赴日本催贡，

怀良亲王答书拒绝，明太祖虽然震怒，但鉴于蒙古东征失利，未敢动兵；而“今

清兵革之强，十倍于明，其务远略，不异于蒙古，然而未始少萌侵寇之心，吾于

是乎见丰王之功大也”。B 行文至此，古贺侗庵的说法尚可视作学者的一家之言，

但之后的言辞则话风突变：

征韩之举，其系国家轻重如何哉。吾犹恨当行长之始克平壤也，三韩巢

窟既覆，势同破竹，诚使诸军并力一心进，遮断鸭绿江，直入辽东，则纵不

能吞并西土，犹足使三韩永为附庸，明清乞和修贡，如之何。平壤既拔，稽

留历月，使救兵得过江，一经催创，所得之地，终不可复。C

在此古贺侗庵不仅肯定了丰臣氏壬辰之功，而且更进一步提出，在小西行长攻克

平壤之后，诸军本应合力进击辽东，纵然不能吞并中国，至少也可以保证兼并三

韩，由此可见侗庵野心勃勃。不过这也只是纸上谈兵，所言极不切实际，小西行

长攻下平壤后，未继续向北推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时隔十八年，古贺侗庵于 1827 年再写《丰太阁征韩论》，该文与《丰王征

韩论》的主要观点基本相同，但论述更为精细，致力于分析丰臣氏之败因，进而

给出对策。文中称：“我军绝未悉敌情，逖听虚喝之言，以为信然，岂不黭陋可

笑乎。惟其茫不谙敌之地形兵势也。”D侗庵认为，壬辰战争中，入朝日军常常畏

惧不前，原因在于被明军动辄号称数十万乃至百万的阵容吓阻，而实际上入朝的

明军不过十万。此外，当时日方官兵对前方山河之险易、地域之广狭、道路之远

A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二·豊王征韓論》，第 79b 页。

B 详见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二·豊王征韓論》，第 80b 页。

C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二·豊王征韓論》，第 80b 页。

D 古賀侗庵《侗庵三集·卷九·豊太閣征韓論》，東京：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写本，第 1560b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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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曲直也都缺乏深入了解。侗庵进而又举出成功案例，论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

殆：嘉靖时期倭寇以沿海本地人为先导，清太祖战前也先使人摸清风土民情、关

隘虚实。此后，古贺侗庵把话题引回壬辰战争，给出所谓的上策：

斯时上计，无如爱抚归化之民，具问其情，地势兵力，焯乎在目前。然

后命二三良将提大军，以敌人为导，风驰霆击，因粮于敌，直扼鸭绿江，则

三韩不劳寸兵而服听矣。更益深入，则辽东、燕京唾手可收矣。或且绝海而

攻江南，亦可以夺半壁天下，而坐为孙权、刘裕矣。A

在列述沿海倭寇、清太祖知己知彼以获胜的事例后，古贺侗庵一厢情愿地认为丰臣

氏若如此也能取胜。但事实上，侵韩日军并非没有意识到以敌方人员为先导。相

反，日方抓获具备弓箭、火炮等制造技艺的人员为己所用，确实也取得了一定的战

绩，但终难改变战局。可以看出，古贺侗庵仍对丰臣秀吉的未遂之志深以为憾。其

父古贺精里曾提出先取江南而非辽东的策略，但也不得不承认和好才是最佳结局；

而侗庵重提绝海而攻江南，显然选择性地遗忘了蒙古跨海东征之败的教训。

时至 1828 年，古贺侗庵又撰《拟谏丰太阁伐朝鲜书》。单从题目上看，“征”

字换为“伐”字，已粗见其观念之变。侗庵先称颂丰臣秀吉在国内统一战争中

的功勋，随后又对其发动的侵朝战争提出质疑：“师出无名，事故无成，天下莫

重且大于行师。苟无名而不直，弱虏立变为劲敌。臣不知今日征韩之举，果何

用为名，师之直竟安在也。”而针对有人提出的韩人朝贡不虔而应讨伐之说，侗

庵又指出，皇威衰替，内乱不息，国内尚且难保忠心，遑论外夷。他进而写道：

“韩与明辅车亲依，韩诚小，而明则稍大。明虽主孱政秕，武备颓弛，卷土来

援，必不下数十万，加以韩阖邦之众，殆且百万，乃且愤我师之曲。夫人怀敌

忾之心，勠力合谋以抗我，岂易与哉？”不难发现，这里将援朝的明军数量估计

为数十万，与上述《丰太阁征韩论》中明朝援军仅仅十万的说法相差甚大。是

侗庵又发现了新的史料吗？文中并无线索，而且原先的数字更加符合史实。《拟

谏丰太阁伐朝鲜书》之所以高估明军数量，是因为该文旨在模仿丰臣氏下属的

口吻来劝阻侵韩之举，与前文支持征韩的态度发生反转。理由何在？古贺侗庵

论述道：

A 古賀侗庵《侗庵三集·卷九·豊太閣征韓論》，第 1561b-1562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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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恐兵缠祻蔓，海寓自此多事，渐启乱离之源，可不深长虑哉。方今弓

矢始櫜，疮瘢未全疗，惠泽难遍。而遐方间有怀怨之氓。加旃太子懿德未彰

闻，臣民崇慕之情尚浅，乘斯西师不解邦家扤隉之际，奸雄必萌问鼎之意。

殿下百岁之后，祻乱之酷，将有不可胜言者。

侗庵指出战国兵火频仍，社会凋敝，若大军外征，国内将有奸雄作乱乃至问鼎犯

上。随后他又援引史实以为镜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继续开边拓土，最终二世

而亡；隋炀帝举百万之众三征高丽，也导致隋朝短命而终。文章结尾再次规劝

道：“愿殿下加之十思，远贻孙谋，近察士民之苦。无使他人收鹬蚌之利，则幸

甚。”A 在历史上，坐收渔利的正是德川氏。而在侗庵撰写此文时，相较二十年

前，天下大势以及日本国内局面已发生较大变化。侗庵重拾壬辰战争的话题，把

内乱和外忧归因于“皇威衰替”，这与江户后期从尊王到勤王的思潮桴鼓相应。

四、激荡的幕末思潮与拟体文中的批评空间

在德川幕府末期 B，古贺侗庵等人反复探讨两百余年前的壬辰战争，用意已

不局限于日韩之间，而是借隐喻来回应当时日本复杂的内外形势与激荡的文人思

潮。侗庵在 1809 年即已论及丰臣氏征韩，而他于同时期所撰的《拟极论时事封

事》和《拓疆私议》则以海防为中心议题。在写给幕府将军的《拓疆私议》一文

中，侗庵提及 1806 至 1807 年俄罗斯频频扰边，日本守御失利，引发“天下臣庶

莫不盱衡扼腕，自言有御侮制胜之良策”C。这里所说的群议纷起，也包括侗庵自

己。1806 年侗庵即撰有《御狄议》，面对来犯之敌，主张以攻为守。在论述中，

熟读史籍的侗庵以秦欲灭六国而先伐蜀、刘备欲争中原而先伐益州等史事举例铺

陈，论证先易后难、似缓实急之道。侗庵的征韩论调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其

《海防臆测》中“俄罗斯获本邦人，辄加意爱养，就问我政俗。本邦异日擒俄罗

斯人，亦当爱抚赡给，使乐忘皈，而审问虏风尚情伪”D 等语，便与前揭《丰太

A 详见古賀侗庵《侗庵四集·卷一·擬諫豊太閣伐朝鮮書》，東京：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写本，第 1647b-1649a 页。

B 关于“幕末”的时间起点，学界界定不一，本文以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为幕末起点。

C 古賀煜《侗庵秘集·卷二·拓疆私議》，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写本，第 49b 页。

D 古賀煜《海防臆測》（上冊），東京：雕璞園，1880 年，目次第 6b-7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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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征韩论》所用策略相同。“征韩论”在幕末文人话语中重新抬头，固然是日本

由来已久的“征韩”情结作祟，但也是由于当时日本面临列强环伺，扩张领地以

保本土的思维逐渐从理论发展到实践，日本对周边各岛的渗透即是明证。 

在各派学者群议纷起之中，尊王、佐幕、攘夷、开国等话题甚嚣尘上。值得

注意的是，古贺侗庵继承家学，然不拘门户。昌平黉是“异学之禁”的主阵地，

作为第二代儒者，侗庵直言：“今之尊信程朱而排异学者，其才学文章，往往不

及彼。……吾才学果出彼下，吾将受教之不暇，乌能教人？”A可见在时局迭变

的形势下，昌平黉出身的朱子学者试图广泛涉猎不同思想以顺势趋时。

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水户学者所撰《大日本史》有着广泛影响，该书对外

贯彻日本中心主义，对内以天皇为叙述核心，为后世的尊王、攘夷、倒幕奠定了

思想基调。侗庵所受水户学派的影响亦可辨识，他对楠木正成的评价便可作为例

证。楠木正成率兵勤王，是推翻镰仓幕府的功臣，但因南北朝正统之争而被北朝

视为反贼。德川幕府撰史以北朝为正统，《大日本史》则力主南朝为正统，褒扬

楠木氏，乃至被德川幕府禁止梓行。1822 年侗庵撰《楠廷尉赞》，1831 年又撰文

称“矢死勤王……屡摧劲敌，以延南朝之祚”B，推许楠木正成勤王倒幕之志。同

时期昌平黉出身的松崎慊堂、斋藤拙堂也都有多篇文章盛赞楠木氏中兴王室的业

绩。而古贺精里曾对《大日本史》颇有微词，与此相较，可见代际差异明显。

在水户学的日本中心主义影响下，侗庵不仅在书写壬辰战争时持日本优越

论，还撰写了《殷鉴论》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展开全面批判。C 侗庵致力于拆解

传统东亚华夷体系，目的并不止于建构对等关系，而是极力凸显日本在制度和士

风民性等方面的优越性。在回顾古贺氏家族史时，他也有意否认中国王朝的正统

性。古贺氏将自家追认为汉高祖遗脉，而侗庵认为其先祖东渡是“避乱归化”，

避免了金、元、清各代的“腥膻之祸”。D可见侗庵蔑视的何止是朝鲜，在他看

来连中国都难以与“君子国”日本相比较。侗庵诗文中不称“中国”而以“西

土”“齐州”“支那”代称者比比皆是。他不仅贬抑金元清，还宣称“本邦之盛，

度越汉唐宋明”E。他的藐视甚至上溯至春秋战国（尽管他自认的先祖汉末才徙往

A 古賀煜《劉子·卷十九·辟異學》，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写本，第 81a-81b 页。

B 古贺侗庵《侗庵四集·卷六·題楠廷尉遺命子正行圖》，第 1874b 页。

C 详见向卿《江户时代日本人身份建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第 190 页。

D 详见古賀侗庵《侗庵新論·卷一·論予家兄弟劉洪二姓，皆本於西土著姓，當各自振作以酬國恩》，東京：日

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写本，第 15a 页。

E 古賀煜《海防臆測》（上冊），目次第 9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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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侗庵新论》提出“西土水攻前于丰太阁二千年，可见其俗浇薄，逈不及

本邦”A，在侗庵看来，同样是以水攻城，中国人用此计是风俗狡猾，丰臣氏用此

计则是高明，这种明显的“双标”大失学者水准。总之，侗庵提及丰臣秀吉时或

言征韩，或贬中国，几乎成为固定的论述模式。

侗庵之所以屡屡提及两百多年前的丰臣秀吉，也与现实中的言路闭塞有关。

幕末各派学者群议纷起，引来了幕府的镇压。十八世纪末林子平因出版《海国兵

谈》抨击锁国政策而招致书毁人亡，其后思想相近的学者（如本多利明）更多通

过开馆授徒而非公开出版著述来传播思想。渡边华山的《慎机论》只有手稿本，

会泽正志斋在 1825 年撰成《新论》，但迟至三十余年后始付梓。古贺侗庵早在

1809 年即撰长文批评幕政，但也只能自叹“了不得施于实用”B。无路进呈，无

法出版，促使文人在论说主题和文体上改头换面，采取隐喻式表达。

在此背景下，“复活”丰臣秀吉并为之正名的言论在江户后期流行一时。日

本素尚武，在外患不断之际，谈兵亦成为文人习气。古贺精里提倡儒者应具备甲

兵之才；古贺侗庵《文武并用论》从中国历代典籍中引证文武兼修之道；侗庵弟

子中岛米华亦提到“天下之务多矣，而要其归，不过于一文一武”C；松崎慊堂的

弟子盐谷宕阴认为“文武一致，不得视为两歧”D，甚至自谓“不愿死入《儒林

传》，轻甲一联藏在家”E。也是在这种强调武功的风气中，古贺侗庵开始重新评

价丰臣秀吉，称其“盖世英雄”F，“英概大度，为近古所未曾有”G。他提出：

方足利氏之季，海南诸国未为泰西所吞并，而极脆弱易与。以尔时邦人

百战之余，雄虓如虎，果能豫习知外国政俗，火器水战，夺泰西所长而用之，

丰太阁征韩之旗，转而东南，指取吕宋、爪哇等国，易于疾风拂槁叶。然后设

城堡、严海防，择贤将以镇其地，举良牧守以抚绥其民，扼五大洲之咽喉。H

A 古贺侗庵《侗庵新論·卷二·第十九》，第 39b-40a 页。

B 古賀煜《侗庵秘集·卷一·擬極論時事封事》，第 31a 页。

C 中島大賚《中島米華稿本·卷一·送黑龍元帥序》，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写本，第 20b 页。

D 鹽谷世弘《宕陰存稿·卷十二·經誼館揭示》，東京：武田傳右衛門等，1870 年，第 12a 页。

E 鹽谷誠《宕陰鹽谷先生行述》，收入鹽谷世弘《宕陰存稿·附录》，第 4a 页。

F 古賀侗庵《侗庵新論二編·卷十二·第一百二十 論明嘉靖萬曆，我兵屢摧明軍，適足振作明人，使識行師之方。

或以為清滅明，我與有力，洵為謬論》，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写本，第 58b 页。

G 古賀侗庵《侗庵新論·卷二·第十一 論人相與切磋則才智自生，室町季世可以考見》，第 23b 页。

H 古賀侗庵《侗庵新論·卷九·第八十四 論與支那通使聘有益有損，其師支那自足乎己，不求修攘之上策，則尤

為大失》，第 14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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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方舰船频频叩关，日本自顾不暇，但也正是在列强环伺的危机中，以侗庵

为代表的幕末文人开始追怀历史上的强人政治时代，更期望开拓领地以捍护本

土，逐渐强化了对外扩张的野心。青山延光《题丰太阁画像》亦称“既平海内，

又征海外，古今唯公一人。……方今夷狄猖獗，边境多事，天下乃始思公”A。

曾参与辛未交聘的儒学者松崎慊堂于 1834 年得到《长江天堑图》，在所作

题跋中既考订该图由来，又话锋一转，为丰臣秀吉献策，并慨叹此图生不逢时：

率数万军南伐，先依是图，自扬子江口入，直据金陵。截断江浙，如振

坠叶耳。彼江浙者，燕云之所仰以为命。江浙既得，燕云胆落，于是使数十

猛将如小早川、加藤、岛津、黑田诸公者，一路自朝鲜以冲其心腹。朱氏之

灭不待闯贼，闯贼之剿不待于爱新觉罗氏，而皇图之大无内外者。B

慊堂文中的先取江南说，未出古贺氏之外。松崎慊堂从学于林家时，古贺精里亦

来昌平黉授业，二人实为师生关系，慊堂《送古贺先生序》一文可证。在水户藩

参与修史且主持学政的青山延光亦有《丰太阁论》，从“尊王室、振皇威”的角

度肯定丰臣氏征韩，且在结语处称：“爱新觉罗氏之并吞明国，威毒亦甚，彼岂

不垂涎于我，然畏慑敛手，不敢噬啮者，太阁之力也。”C 此说也与侗庵《丰王

征韩论》如出一辙。青山延光《丰太阁论》在文坛备受赞誉 D，在明治时期被选

入作文教材。此外，藩校出身又任教于藩校的儒者土屋凤洲也有《论丰太阁》一

文，文章洗刷了丰臣氏穷兵黩武的负面形象，将其侵略朝鲜的举动阐述为翊戴天

皇、开疆拓土的忠臣所为。针对丰臣氏的最终失利，凤洲论称：“举海内兵直指

江南，则不出数年，而四百余州毕举矣。四百余州举，则三韩不战降矣。惜乎公

策不出乎此也。”E无论是策略还是口气，均与古贺氏父子之文呈前呼后应之势。

不难看出，当时文人话语中的“征韩”，包含着“攘夷”“尊王”等观念。为

丰臣氏正名，点破丰臣氏之失策，进而给出“优化”策略，是此类文章的行文逻

辑。文章的论述情境在二百余年前，但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既为解除当下的海

防危机而献计，也用以彰显论者文武兼修的素质。就效果来看，古贺氏父子虽未

A 青山延光《佩弦齋文集·卷八》，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写本，第 49b 页。

B 松崎復《慊堂全集·卷十一·題清兩江總督府緣江圖後》，第 13b-14a 页。

C 青山延光《佩弦齋別集·卷二·豊太閣論》，第 15b 页。

D 详见青山延光《六雄八將論》，東京：愛知堂，1885 年，第 10b 页。

E 土屋弘《晚晴樓文鈔·卷二·論豊太閣》，東京：松雲堂，1886 年，第 17b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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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染指幕府决策，但因教授幕臣藩士子弟，实际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

为了规避现实中的忌讳，此类文章的书写策略是使用拟体。拟体或拟效体

在中国文学乃至东亚汉文学中源远流长。《昭明文选》即专设杂拟一类，有注云：

“拟，比也。比古志以明今情。”A古贺侗庵等人于拟体涉足颇深。《侗庵初集》卷

一即以 1808 年所写《与麹秀才绝交书》《拟劝信阳山人出仕书》两篇拟体文章冠

首。后者写给太宰春台，春台二十几岁即辞职不仕，其所处时代早于侗庵百年，

故此文亦可谓戏作，但戏谑的文体之下是庄严的内核。侗庵认为“北边有警，内

外抢攘”B，正是用人之际，不可高枕妥卧，可见该文与古人对话，却直指现状。

侗庵同年所作的《睡乡记》声称，在睡乡中“庸奴可以媲侯王，丐人可以变富

子。……虽不能久保而有之，亦足以取快一时”C。而拟体以文学想象力所建构的

世界亦可谓睡乡的一种形态。此后数年间，侗庵又写作了《拟大夫种答范蠡书》

《拟太子扶苏绝食书》《拟拜宰相谢表》等诸多文章，可见其沉迷于拟体创作。在

收录《拟与韩使书》等骈文的集子《文江丽藻》末尾，侗庵的跋文写道“数年来

经艺余暇间，以之为游戏”D，可以理解其在虚拟的想象之中消解现实愤懑的心

态。此外，同时代的文人也颇多拟体之作，如古贺谷堂《拟寄留学生晁卿》、松

崎慊堂《拟请兴学疏》、中岛米华《上执政书拟韩退之》等，不一而足。

在《拟谏丰太阁伐朝鲜书》中，侗庵通过在文学想象中向君主进谏，借“古

装”亮明了自己的志向。以拟体写丰臣氏也是江户后期的显著现象，有古贺精里

《拟丰臣氏讨北条氏直檄》、赖春水《拟丰公檄朝鲜文》、斋藤正谦《拟丰太阁征

韩檄》、中岛米华《拟丰关白征朝鲜誓文》等作品，可见话题之盛。这些作者在

昌平黉存在师友关系，他们为克服创作汉文的困难而倡文会，有月课、轮讲等教

学形式，“以月之既望集鸢鱼斋，各出宿题文以求弹讥”E。侗庵《拟谏丰太阁伐

朝鲜书》题后即注有“文会席上”四字。盐谷宕阴既撰《丰臣秀吉论》，又令学

生内田贞试作《丰臣太阁伐朝鲜论》，由此也可见该议题的传承性与影响力。

尽管古贺侗庵在早年的《丰王征韩论》等文章中为丰臣秀吉“出谋划策”，

但在 1828 年的《拟谏丰太阁伐朝鲜书》中他转而“劝阻”征韩，这既体现了其

对外立场的转变，同时也表现出对幕府的疏离态度，这是幕末文人观念随时局而

A 萧统选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三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556 页。

B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一·擬勸信陽山人出仕書》，第 7b-8a 页。

C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一·睡鄉記》，第 23a 页。

D 古賀煜《文江麗藻·書〈文江麗藻〉後》，第 62b 页。

E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十七·文會引》，第 27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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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的缩影。同年在《书草场珮川〈马岛笔阵〉后》中，侗庵再次批判前代文人

在交聘场合炫才夸捷的竞胜之心；在《海防臆测》中他也指出“论丰太阁兵威之

强，不用之朝鲜，而吞并海南诸国，又略有柬察加，可以雄视五大洲。惜失此好

机会，今则惟有严备自守，不致敌侵扰耳”A，可见其在对外关系上逐渐远离激进

攘夷立场。当然，这种转向有其现实缘由。1820 年代日本北部与俄国关系缓和，

虽有英人南面来航，但多数幕末文人认识到其为互市而来，与俄国略地性质不

同，故而观念由攘夷转向开国。结合同时期的文章可见，古贺侗庵等人对俄、英

等西船来航形势保持密切关注。1825 年幕府颁布异国船驱逐令，对外国船只进

行无差别打击，这种逆时代而行的保守政策自然引起了开国论者的反对。

1839 年发生的“蛮社之狱”事件体现出幕府对批评者一贯的严厉态度，研

究“蛮学”（西学）的渡边华山、高野长英因批判幕府而最终付出生命代价。侗

庵《拟论外夷互市封事》在该事件之后写成，开篇即称：“夫涖治天下者，遭非

常之变，惟非常之举可以制之。……袭故踵旧，欲以寻常庸鄙之计待之，必至乎

误国偾事，宗社岌岌然其危矣。”B这些批判直指幕府因循守旧的闭关政策。文中

又批驳时人拒绝互市的意见，称将招致兵祸，并指出德川幕府之初并不禁互市，

宽永时期锁国不过是权宜之计，如今应相时而变，且可借互市之便出洋练习水

战，最终达到强兵御敌之效。侗庵另有专文题为《论丰太阁之庙当修营行祀事，

决不可任其荒芜废堕》。众所周知，当初毁坏丰臣氏庙的正是德川氏。此文以康

熙帝拜祭明太祖陵为例证，似在建言，但也同样隐含了对幕府的批评之意。

对外秉持日本中心主义，对内以天皇为叙述核心，这在侗庵所处的时代已然

成为精英文人的共通话语。在他们看来，所谓的皇家万世一系是日本政体超越万

邦的核心要素。尊皇未必一定要倒幕，但在外患频仍的背景下，“皇国”岌岌可

危，幕府则闭目塞听乃至倒行逆施，下层士人因而突破等级制，绕开幕府，争抒

勤王护国之志。幕府首脑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这一称谓凸显了对外属性。正因

如此，海防危机的加深让人们对幕府的摄政能力乃至其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侗庵在 1809 年撰《拟极论时事封事》时，以幕府将军为预期读者。该文拟

向将军献策十章，第一章便是“开言路以防壅蔽”：

今以昭代之治，臣乌敢以暴秦乱隋为比，但数十年来忌讳之风大甚，光

A 古賀煜《海防臆測》（上冊），目次第 4a 页。

B 古贺侗庵《侗庵六集·卷七·擬論外夷互市封事》，東京：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写本，第 2647b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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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大之气澌灭都尽。切言开边之非策而褫禄者有之，著书论赤狄必为边患

而囚系者有之，以及北陲之乱作，斯弊殊甚，街谈巷议颇涉边事则捕下狱，

因而得罪者累累相踵。A

侗庵以先秦以来成败事例为鉴，批评幕府御外乏策、且对内极尽压制之能事。晚

此四十余年，吉田松阴《感时事作》诗中亦称，“纪纲稍弛弊沓至，第一可忧是

壅蔽”B，在外患愈烈而专制愈严的形势下号召武力讨幕。纵观幕末之文人议论，

可见“批评—压制—反抗”这一清晰的演进脉络。而侗庵的隐曲书写尚介于压制

与反抗之间的阶段，是特殊的文学景观。当然，侗庵的策论文（拟体文）在江户

时代仅停留在稿本层面，也只于亲友间和师门内部传播。如果说在幕末有所谓的

批评空间，那么文学是其中相对安全的园地，拟作或戏作的写作方式让文人得以

对历史事件及现实政治进行想象性重构。这是才情的释放，也是不满的宣泄。

放眼江户后期乃至整个江户时代，侗庵的一些观点显然并非原创，如对丰臣

氏征伐朝鲜之战功的夸耀，早在山鹿素行的著作中即已有之；吞并朝鲜以御外侮

的主张，在林子平的著述中也有涉及；又如开发属地以巩固国防的主张，与侗庵

同时期稍早的经世学者本多利明曾有专书论述。1837 年侗庵《读〈海国兵谈〉》

一文推赏林子平呼吁加强海防的先见之明，而《海国兵谈》时为禁书，其作者林

子平被幕府以“在世间引起无用之不安”为由处以幽禁 C。1839 年“蛮社之狱”

发生，儒者松崎慊堂曾写信营救兰学者渡边华山，反映出其时儒者们在新旧势力

间周旋，与双方关系暧昧，且逐渐向幕府的批评者一方倾斜的态势。幕府禁抑的

人物、观点及话题屡屡成为侗庵书稿中的“座上客”，所谓的“异学之禁”在侗

庵等人活跃的年代已然面临儒学内外的剧烈冲击。

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有云，“自德川氏崇儒术，读书明大义者，始知

权门专柄之非”D。十八世纪末期德川幕府以“宽政异学之禁”排斥诸家学术，独

尊朱子学，客观上培养了重名分、尚气节之风，促使尊皇思想发达，开王政维新

之基，此乃幕府始料不及者。E 朱子学派发展至江户时代末期，不再为德川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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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寻找意识形态上的理论根据，而是向着尊王攘夷乃至倒幕的道路上疾驰。A

古贺氏历代侍奉的佐贺藩北望对马岛，南端即是长崎，可以说是东亚和西洋信息

传播的前哨，而该藩最终也加入了倒幕运动的阵营。

1811 年日韩交聘之际，以古贺精里为代表的精英文人认识到壬辰战争是沉

重的历史包袱，应该在交往过程中绕开这一话题；然而在实际的笔谈中，古贺精

里仍不顾韩人感受，率先挑起壬辰话题，为幕府歌功颂德，可见他事先虽对前人

的好胜之心有所检讨反省，但更弦易辙后仍是另一种版本的高傲姿态。表面上

看，易地交聘远离双方的政治中心，省去了觐见之礼，双方更为对等，政治意味

淡化，文化交往的功能加强；但实际上易地交聘中也并不存在纯粹的文化交往，

政治因素的影响贯穿始终，即使是文人笔谈中也渗透着政治的较量。而从古贺精

里父子的言行中不难窥见，这种力量趋于失衡，且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由此看

来，日韩通信使制度衰退的背后，实质是两国关系的变质乃至恶化。

在江户晚期，并未身临交聘现场的日本文人也在热谈壬辰战争，意在争夺历

史的书写权。塑造征韩的“正义性”，是建构日本式“华夷秩序”的一个要目。

同时，古贺侗庵等人还通过重塑壬辰战争来隐喻幕末形势，这种书写策略乃至所

用文体都形成了范式效应，体现了以昌平黉师生为代表的精英文人在日本中心主

义建构过程中的角色。相较于后来在明治时代付诸实践的“征韩论”，江户后期

古贺氏等人的征韩论调停留在潜滋暗长的阶段；但这些议论不单纯是文人逞才炫

技的纸上谈兵，而是折射出当时知识阶层视点“向内转”的趋势：越是外患频

仍，越要先解决国内问题。以侗庵为代表的儒者们广泛涉猎“异学”新知，对内

外形势持有己见，实际已与幕府貌合神离。从锁国攘夷到开国，从佐幕到勤王倒

幕，观念上的转换最终演化为幕末日本的重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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